
令人懷念的園丁學者 
─許振榮教授─ 

楊遠薰 
 

 
我的公公許振榮教授去世已經二十載，但我有時在蒔花弄草時，還會不自而

然地想起他。他的明志淡泊、終生在學術領域耕耘不懈、生活簡樸如老圃的人生，

常帶給我許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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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到美國第一年，住在堪薩斯曼哈坦的夫家。那時，公公在堪薩斯州立大

學擔任數學教授，阿加與弟弟就讀堪大研究所。我等阿加拿學位，一起到外地建立

家庭，因此平日除了到學校唸點英文外，就在家幫忙婆婆做家事。 
 
時值初夏，我常倚著房間的窗口，眺望屋後的翠綠景致。那時，我常看到戴

著笠帽的公公在後院的盡頭種菜。我不太明白他為什麼要種菜？因為觀念裡，只要

上市場，就可買到菜，何必如此辛苦？ 
 
但初為人家媳婦，我不便說什麼，只在每天傍晚將他採來交給我的菜或炒或

煮，家人則吃得津津有味。每當我們稱讚他的菜又鮮又嫩時，他便露出愉悅的笑

容。 
 
我很尊敬他，因為我知道他擔任過台大數學系系主任與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

所代所長，而數學於我，向來難如天書，所以起初我對他是敬畏多於親近。 
 
可是他待我很和氣，事實上，他對任何人都客氣。逐漸地，我開始走到後院

去看他的菜圃，發現他的菜畦一壠壠地整齊排列，菜如士兵般一棵棵地挺直站立，

不禁心想唸數學的人真富邏輯，連種菜都有條不紊。 
 
他見我去看菜，很仔細地告訴我：這邊是空心菜、韭菜、杏菜，那邊是蕃

茄、青椒、茄子，攀在竹架的是長豆、掛在棚上的是苦瓜，爬在地上的是台灣冬瓜

與日本南瓜。 
 
「妳看，冬瓜都結果了。」他掀開地上寬闊的綠葉，指著一顆毛茸茸的青綠

色小冬瓜給我看，那模樣真可愛。 
 
「苦瓜也結了一些呢。」他接著領我到苦瓜棚前，指點我看黃花蒂後那長得

像蚵蚪般的小苦瓜。我開始像數寶似地，細數他的菜園裡一共有多少粒苦瓜？多少

顆冬瓜與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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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每天黃昏，我主動地去收割他的菜蔬。日日望著菜園的變化，我逐漸

體會目擊生命成長的喜悅。 
 
那時，晚餐是一家五口相聚的時光。我們常一邊吃飯，一邊聊天；餐後喝

茶，也吃甜點與水果。總記得餐桌上，公公最愛談的是他的童年、家庭與往事，往

往是些不十分光彩的糗事。他講的時候，臉上帶著靦腆的笑，我們則聽得哈哈大

笑。 
那時，我喊公公婆婆為爸爸媽媽，已經十分地自然。 
 
隔年春天，阿加拿到學位，我們搬到俄亥俄州，建立自己的家庭。買了房子

後，我開始在屋前栽花、屋後種菜，園藝成了我與爸爸之間的分享。每次回曼哈

坦，爸爸就到他的花圃裡挖些可以移植的花叢，讓我帶回去種。記得其中有一種紅

色的秋菊，每年盛開時，豔紅如火，鄰居見了都稱讚。 
 
1980 年春，阿加在俄州工作兩年後，應聘到艾荷華州立大學擔任助教授，

我們因此搬到艾荷華。艾荷華離堪薩斯近些，我們回曼哈坦的次數也較頻繁；那時

我們由帶一個小娃娃回去，變成帶兩個小寶貝同行，爸媽都興奮地等著看孫子。 
 
可是不久，爸爸開始有葉落歸根、回台定居的打算。1981 年秋，他拿教授

休假年(Sabbaticals leave)，以特約講座身分回中央研究院工作了一年。1982 年夏，

小叔拿到博士學位，前往德州工作，曼哈坦的老家成了空巢。 
 
然後在那年秋天， 爸媽自台灣返回美國後，爸爸就告訴我們，他準備在堪

大再教一學年，即申請自退休，回台灣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 
 
「我回去後，將只靜靜地作研究。」他說：「我不擔任任何行政工作，也不

與人爭名位。我想我會和年輕一輩相處得很好的。」 
 
事實上，我們後來發現，他不僅與年輕一輩相處得很好，而且備受同儕與晚

輩的愛戴。 
 
他於 1983 年六月偕媽媽回台後，在中央研究院又整整工作了五年，於 1988

年六月以年屆七十，正式退休。 
 
退休後的第十日，他與媽媽搭機回美國，原本預定要到紐澤西，與我們同

住。熟料甫抵西雅圖，他即因腹痛住院就醫，三日後，不幸地因腹膜炎病世，留給

周遭的人無限懷念。 
 
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們陸續做了不少紀念他的事，包括由中央研究院數學研

究所在 1991 年六月印行一本厚達六百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論文集》，讓身

為家屬的我們既感動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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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一生為人謙和、正直，終生在學術領域孜孜耕耘，暇時則以種菜種花自

娛，堪稱是位令人尊敬的「園丁學者」。  
 
 

2 
 
認識公公的人，都會覺得他是一個謙和敦厚的人。 
從他講過的許多的小故事中，我覺得他的謙沖厚道實與他成長的過程息息相

關。 
 
公公是台北文山人，1918 年出生在木柵，先後畢業於台北二中、台北高校

與日本東北帝國大學，爾後並獲日本東北大學理學博士。 
 
在他的年代，能享有如此高等教育的，大抵出自名門望族、醫生或富商的家

庭，從小倍受大人的呵護，也肩負著家庭的期許，可是他的情況不一樣。 
 
他的父親在木柵市場經營一間雜貨店，在「下湖」〈現今景美女中附近〉擁

有一片柑園與房子，娶了三房妻室，生了十多個子女，以治家嚴厲著稱。 
 
在三房妻室中，夾雜在大媽與三媽之間的二媽向以個性善良與好脾氣為人稱

道。公公是二媽生的三男三女中的長男，自小承襲母親忍讓的習性，在複雜的大家

庭裡默默無聲地長大。 
 
他說，他小時候常隨大媽生的哥哥姐姐們到柑園，幫大人採收橘子。有時趁

大人不注意時，快速剝個橘子，塞入口中，覺得汁甜無比，那就是他童年唯一的零

食。 
 
一直等到上了木柵公學校，他才因成績優異，引起老師的注意。可是小學畢

業後，由於家裡沒有讀書的觀念，他也沒立刻升學。倒是惜才的張水龍老師特別登

門造訪，加上同父異母的二哥極力說項，嚴厲的父親才准他去報考老松國小高等

科，從此改變他的命運。 
 
他在老松唸了一年高等科，隨即考上人人稱羨的台北二中 (現今的成功中

學)；在二中僅唸了四年(日制中學是五年畢業)，即考上全台唯一的一所高校 ─ 台
北高校，從此成為全家人的驕傲，也為弟弟們樹立了勤奮讀書的楷模。 

 
來自農家的公公就讀台北二中與台北高校期間，與其他環境優渥的同學相

較，顯得木訥、鄉氣。而日制中學又特別崇尚體育，缺乏運動細胞的他顯得笨手笨

腳。在自知不會成為同學眼中明星的情況下，他便一味往自己喜愛的學科鑽研。 
 
他個性憨厚，待人誠懇，功課很好，同學若向他求教，他都樂於幫助，因此

求學期間，結交了好幾位終生相知的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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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由於交通不便，他每天必須清晨五點起床，天不亮即出門，先走四十五

分鐘的路到景美車站，搭新店線的小火車到螢橋，然後再步行四十五分鐘到學校。

如此從老松、二中到高校，一共走了八年，於是他利用走路時間背誦英文單字或沉

思冥想，培養出他日後堅毅與深思的個性，也奠下他良好的英文基礎。 
 
就讀二中期間，他每天上學途中，都會經過牯嶺街的兩家書店，造就他愛逛

書店的嗜好。有一天，他在書店裡發現一本《幾何學通論》，愛不忍釋，便買了下

來，回家後自己研讀，發現居然能讀懂七、八成，十分興奮，從此對幾何產生了強

烈的興趣。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唸高校時，他有一天在書店裡發現一本《物理概論》，也

買了回家研讀，發現自己能讀懂六、七成，因此對物理亦相當熱衷。當時他心想：

以後唸大學，若不讀物理，便讀數學。 
 
1938 年，他自台北高校畢業，負笈東瀛，報考大學。他先投考東京帝大物

理系，結果名落孫山；轉而投考在仙台的東北帝大數學系，幸好金榜題名。就這

樣，決定了他未來要走的人生路。 
 
我始終記得他在說這些故事時，臉上帶著的那抹熟悉的、羞赧的笑容。 
 

3 
 
公公在四十七歲的盛年決定到美國大學教書，據一些親朋的說法，是為了子

女的教育所作的「自我犧牲」。 
 
因為他當時擔任台大數學系系主任，即將出任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所長，

且被威權至極的蔣介石總統邀請為座上客之一，顯然宦途光明，然他卻選擇到美國

過著平淡的生活，未免委屈了自己。 
 
我剛到美國時，見他的生活相當簡樸，也有類似的感受。可是與他相處時日

益久，這種想法便慢慢地改變。 
 
我住夫家後不久， 便發現他的生活十分規律。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在書

房工作好一陣後，便準備上班。七點多，他到廚房吃一碗麥片粥，從冰箱取出午餐

袋，通常是一塊三明治與一粒蘋果，放進公事包裡，開始走路到學校授課。 
 
下午五點多，他步行回家，換上老舊的衣裳，到庭院工作好一陣，然後與家

人共進晚餐，餐後大家一起喝茶聊天，或看電視。隨後，他又回書房讀書、寫論

文。 
 
如此日復一日。他不逛街購物、不外出旅行、不重視衣著、也很少參加社交

活動。每逢週末或假日，他若不到湖畔釣魚，便花更多的時間在庭院與書房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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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想起我在台灣工作時的大老闆，同樣帝大畢業，天天西裝革履，出入

有司機恭候，有公務車代步，周遭還有簇擁的人群，不禁覺得公公若在台灣，當能

享受更好的待遇。 
 
可是有個週末的下午，他坐在客廳沙發小憩時，怡然自得地對我說：「這樣

的日子很好，我可以隨心所欲地作研究，過我喜歡的生活。」 
 
又有一回，他似有感而發地說：「我以前在台灣時，必須每天踩著腳踏車到

處教書、兼課，把能作研究的最好歲月都放在為生活奔波上，實在很可惜。」 
 
他有時會請全家到鎮上較好的西餐廳吃飯，記得有一回，我聽他感喟道：

「我一生中，就是在堪薩斯的日子最好過。」 
 
我後來在家聽了許多他的人生小故事，逐漸串在一起後，就越來越能體會他

說這些話的心情。 
 
公公自 1941 年大學畢業後，就開始挑起家庭的擔子，此後二十年，手頭不

曾寬裕過。 
 
他因為成績優異，大學畢業後得以留在母系擔任副手 (助教的助手)。其時，

為了弟弟們的學業，他陸續接兩位胞弟到日本，分別就讀於仙台的第三高校與東北

帝大。不久，他又接母親自台灣來與他們同住。隨後，他的一個侄兒也來投靠他

們，一家五口賃屋而居。 
 
他們的父親起初按月匯款給他們，可是不久因病去世，家中的接濟便告斷

絕。這時，擔任副手的公公沒什麼薪水，便在窪田正彥教授推薦下，到九州大學擔

任本部均教授的助手(助教)，開始以微薄的薪俸，支付全家的費用。 
 
1943 年，他轉任九州大學附屬工專數學副教授，待遇明顯增加，但時值第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本土物質異常匱乏，美軍的轟炸益趨猛烈密集 ，一般人

躲避空襲惟恐不及，日子皆在戰戰兢兢、朝不保夕的緊張氣氛中度過。 
 
日本總算在 1945 年八月投降，戰爭終於結束，大家紛紛作歸鄉的打算。公

公這時先送母親、弟弟與侄兒們回台灣，自己則等到隔年一月才向大學辭職，與九

州大學的朋友林渭川先生一起搭船返台。 
 
回到台灣後，他馬上發現老家的家業已為三媽所掌控，家族的其他成員必須

自立更生，因此馬上到台大就職。他於 1946 年一月出任台大工學院圖形幾何講

師，半年後轉任台大先修班副教授，隔年受聘為台大數學系副教授，並於 1953 年

升任正教授。此後直到 1965 年赴堪薩斯為止，他在台大一共服務了二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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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政治動盪，社會紊亂，民生凋敝，物價一日數漲，

政府甚至後來強制人民以四萬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在這種情況下，薪水階級生

活之困頓，可想而知。 
 
這時的公公已經結婚，並育有一女，婆婆即是化學系的林渭川教授的胞妹。

根據婆婆的描述，公公那時要同時負擔一家生計與照顧弟弟們，因此除了在台大教

書外，還得到師大、延平等其他學院兼課。 
 
但儘管生活負擔沉重，公公仍念念不忘作學問。他在大學畢業的第一年，即

在窪田教授指導下，在《東北數學》期刊發表了生平第一篇論文，此後即以不斷發

表論文為作自我期許。 
 
他的第一篇英文論文於 1949 年在國際性的《數學年刊》刊出，引起台灣學

界的重視。也因此，台大校長傅斯年先生在甄選公費赴美進修的學者時，將他列為

首批出國的三名學者之一。 
 
公公在 1950 年正月抵達芝加哥大學，追隨陳省身教授從事現代數學理論的

研究。在芝大一年半，他的收穫甚豐，並且深深期待能多留一年，以便拿到博士學

位。 
 
可惜天不從人願，其時台大數學系的師資奇缺，新任的台大校長錢思亮先生

頻頻寫信催他返國，他只得抱著心裡的遺憾，於 1951 年八月回到台灣。 
 
回國後的他在台大的教學負荷相當吃重，因為那時系裡的另一教授施拱星先

生已經赴美深造，直至 1954 年後方歸。據說那些年，公公幾乎包辦了系裡的代數

與高等幾何課程，而數學又是許多理工學生的必修課，所以那些年，不少台大理工

科的學生都修過他的課。 
 
早年的台大數學系以要求嚴格著名。記得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唐山先生有次在

華府私下談話中表示，他當年考進台大，本是數學系的學生，因為第一年就被修理

得「頭壳金金」，隔年趕緊轉到物理系去。 
 
公公曾就此解釋說，當年要求學生嚴格，係應系主任沈璿先生的要求。他

說，沈先生畢業於日本最好的東京帝國大學，受過相當嚴謹的訓練，所以認為要求

高，學生才會學得好。他個人則認為培養研究風氣，更有助於提高學術水準。 
 
但也因為教授要求嚴格，學生素質又高，台大數學系確實造就出許多優秀的

人才。不少台大數學系的學生畢業後出國，數年後，即一個個地在美國的名校拿到

博士學位，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嶄露頭角。這種情況更堅定公公要再度出國拿博士學

位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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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於在 1959 年向台大申請留職停薪，回日本東北大學母校，追隨早年的

恩師暨其時的東北大學數學系主任佐佐木重夫教授，從事現代微分幾何的研究。這

一年對他與家人來說，實是非常辛苦的一年。 
 
由於停薪，全家的經濟面臨重大的壓力。雪上添霜的是嚴冬時，他在冰天雪

地的仙台跌了一跤，造成骨折，住院開刀後，整整躺了六星期。但他的毅力驚人，

在那一年裡，居然完成七篇論文。然後，他在 1962 年二月拿到理學博士學位，一

遂多年的心願。 
 
拿到博士學位後的公公，生涯似乎更加開闊。他於 1962 年秋赴加州柏克萊

大學任助理研究員，再度隨陳省身教授從事現代數學的研究。在柏克萊期間，他與

後來出任堪薩斯州立大學數學系系主任的席格 (Singer) 先生同事，因而奠下日後赴

堪大教書的緣份。 
 
1963 年，公公自柏克萊大學返台後不久，即代理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所

長，並於隔年出任台大數學系系主任，同時繼續兼任中研院數學研究所代所長。 
 
1965 年，香港中文大學欲聘他前往香港教書，中央研究院有意請他任數學

研究所所長，美國堪薩斯州立大學則寄給他數學教授的聘書。結果，他選擇到堪大

執教。爾後十八年，他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過著寧靜的教書與研究生活。 
 
他生性內向含蓄，喜愛安靜與沉思，看來似乎對行政首長職位毫無戀棧。他

過去的生活常為維持一家溫飽而汲汲營營，自己除了讀書、教書、研究與寫論文

外，可說沒什麼娛樂。到了堪薩斯，他學會「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自然。暇時

到湖畔垂釣、或在自家庭院種菜種花，成了他的最大消遣。 
 
他的三個孩子皆就讀曼哈坦公立高中、堪薩斯州立大學與研究所，使他無需

為孩子的學費操心，難怪他會說在堪薩斯的日子，可說是他成年後，首次不需要為

生活操心的歲月。 
 
 

4 
 
公公在六十五歲時葉落歸根，回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

決定。 
 
他是一個相當重視親情與鄉情的人，但在年輕時，為了追求生涯的進步，不

得不數度離鄉背井，遠赴國外深造。 
 
1950 年，他首度赴美國研習時，太太剛懷第二個孩子。等他在隔年八月回

台時，兒子已滿週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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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說：「阿加小時候的眼睛烏溜溜，非常可愛。可是我一伸手要抱他，他

便哇哇大哭，還怕生地把頭別過去。」 
 
這話道出了一個年輕父親的無奈，也難怪他後來那麼喜歡抱阿孫。1983 年

三月，爸媽回台定居前，我帶著一對稚齡的子女回去，與他們相聚一個月。那時，

爸爸特別喜愛抱七個月大的阿智。 
 
他抱阿孫時，嘴角都溢滿了笑。阿智又很乖，總朝阿公笑，還常在他懷裡睡

著。所以公公後來寫了一張獎狀給他，內容說：「許智恒，出生七個月，不哭不

鬧，一天到晚笑瞇瞇，是我所知的第一好孩子，特此頒發獎狀。祖父許振榮上，

1983 年 3 月 27 日。」充分流露出他的感情與赤子之心。 
 
阿加回憶說，他小時患小兒哮喘，每逢病發，便難過得無法入眠。那時，爸

爸就整夜背著他，在客廳裡來回踱著步，讓他趴在他的肩背上睡着。 
 
他也記得童年時，父親常帶他到台大校園玩。有一回，爸爸帶他在台大數學

館前的埤 (也就是現在的人工湖) 旁看小魚和蚵蚪時，不小心，掉落了手錶，只好

跳入埤內，在泥沼裡摸撈。最後，手錶找到了，但爸爸卻是一身濕漉漉地牽著他的

手回家。 
 
 他又說，唸小學時，每逢期考過後，爸爸總帶著孩子們到圓環吃肉羹、肉

丸或筒仔米糕、蚵仔麵線，作為慰勞，那是他們最感興奮的時刻。 
 
阿加在小學五、六年級時，父親到日本攻讀博士學位。他唸初中時，父親到

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成長中的孩子帶點叛逆，也愛新潮，喜歡穿花格子襯衫、

唱西洋熱門歌曲、也想學彈吉他，在保守的六十年代，這些便被大人視成可能變壞

的傾向。 
 
於是當公公有所選擇時，便帶著家人同赴美國，在堪薩斯一起生活。然後，

他目睹三個孩子順利成長，女兒找到好的歸宿，兒子們相繼拿到博士學位，展翅高

飛後，便開始規劃自己的最後生涯。 
 
他雖然不善應酬，但他的人際關係卻常深厚而且久遠。他待人向來客氣，無

論對師長、同事或學生、晚輩，一律尊稱「先生」。在居家談話中，我們如果聽到

他提「沈先生」，知道是指前台大數學系主任沈璿先生；「施先生」是指他的老同

事施拱星教授；「姚先生」是指他早期的學生、後來與他合著《幾何學》大學用書

的姚景星教授；「霍樣(先生)」是指台大數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在底特律的偉恩大

學執教的霍崇熙教授。 
 
其他還有多位「先生」，我不甚熟悉，但他們那種師生之間互相客氣、尊

重、亦師亦友的情誼，十分奇妙。也因此，公公雖然在美國教書十八年，與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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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仍保有密切的聯繫。所以他在 1983 年自堪薩斯州大退休時，中央研究院立刻

禮聘他為編制內的研究員。 
 
而他在最後服務中央研究院的那五年，不僅依舊陸續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

了二十幾篇英文論文，還與呂素齡教授合寫了十篇中文論文，在《數學傳播季刊》

上發表。此外，自己又寫了一本《幾何論叢》的書，其著作之豐，實令後輩瞠乎其

後。 
 
1988 年六月，他與施拱星教授同時年屆七十退休。兩人作育英才大半生，

桃李滿天下，其中許多皆是當今傑出的數學家。他們於是相約回台，在台大母系舉

辦一場為期三天的數學論文發表會，紀念兩位老教授的榮退。 
 
那三天的論文發表會舉辦得非常成功，可惜美中不足的是公公在第三天感到

嚴重腹痛，無法出席當天的行程，連當晚的頒獎晚會，都由婆婆代為出席、領獎。 
 
論文發表會後第十日，他與婆婆搭機返回美國，原預定要到紐澤西我們家，

享受一下含飴弄孫之樂。熟料甫抵西雅圖，公公即因身體不適，入院就醫。更不幸

的是三日後，他竟因腹膜炎溘然長逝，留給周遭的人無限思念。 
 
公公去世後，1983 年夏季出版的《數學傳播》期刊刊出一篇長達七頁、由

中央研究院的劉豐哲博士與呂素齡教授合寫的《許振榮先生訪問記》，對公公的生

平作了一個非常詳盡的介紹。 
 
他去世一年後，台大數學系教授賴東昇先生等人發起成立一個《許振榮教授

紀念講座基金會》，定期在台大舉辦國際數學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傑出數學家蒞臨

演講。 
 
他去世三年後的 1991 年六月，由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出版一本厚達六百

多頁的精裝本《許振榮教授論文集》，將公公一生發表過的近百篇英、日文論文彙

集成冊，予以付梓。事實上，公公的著作非常專業，身為家屬的我們根本無緣置

喙，所有的論文皆由他的學生們予以搜集、整理，並予校對。 
 
書裡有一篇長達七頁介紹公公生平事蹟的英文文稿，由普林斯頓大學的項武

義教授與底特律偉恩大學的霍崇熙教授合寫，相當細膩感人。其中一些細節與小故

事，我們也是在讀了文章之後，方才獲悉。 
 
公公去世十二年後的 2000 年三月，婆婆在台灣過八十生日。我們在壽筵中

很驚訝地發現居然有二十多位賓客來自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與台大數學系。他們

還帶來一幅台灣前輩畫家楊啟東先生親自作的油畫，為婆婆慶生，畫面就是台大數

學館前的湖畔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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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稍後才知道原來這幅畫的背後還有個故事。根據台大數學系楊維哲教授

的敘述，他先向同期同學與系、所同仁募款，說要紀念許教授，請他的父親楊啟東

先生特別作一幅畫，送給婆婆，作為生日禮物。然後在楊啟東先生作畫完畢後，他

要求他的父親捐畫，再將同學、同仁合資購畫的款額悉數捐給紀念公公的《許振榮

教授紀念講座基金會》。 
 
這真是個溫馨的小故事，我們聽了，都很感動。在未認識公公之前，我先入

為主的觀念是覺得唸數學的人很有理性，也很嚴謹嚴肅。後來由於公公的關係，我

才逐漸體會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竟是如此地濃郁深厚。 
 
我從不瞭解公公的著作，也無法窺探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對他的記憶，僅

基於家居的相處。我從他那裡學到園藝的樂趣，他也在 1983 年回台定居之前，把

他所有的農具，包括一台他過去常用、我現在也仍在用的小推土車，全給了我。 
 
隨著年歲愈長，經歷的事情愈多，我在弄土養花之際，會不自而然地想起

他，覺得他看似平淡的人生，實則蘊藏著無限的智慧。事實上，在滾滾紅塵裡，自

甘情願地選擇過平淡的日子，就是一件不容易的事。 
 
他一生掌握最基本的人生方向與處世原則，其他一切盡量簡單化，然後誠誠

實實地為人、認認真真地教書、孜孜不懈地作研究，一步一腳印地朝有意義的人生

目標前進。 
 
他待人誠懇、敦厚、正直，不與人爭，確實做到「君子溫、良、恭、儉、

讓」。他終生如老圃般，辛勤不倦地在學術的領域不斷地耕耘，實是個可敬又可愛

的園丁學者。   
 
 


